
与总理夫妇的情谊

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接
见来京串联的学生代表，马骏长孙马竞华
作为南开大学的学生代表，先后 4次受到
周总理的接见。每次接见活动结束，周总
理都把马竞华单独留下，关切的问候杨秀
蓉身体和家里情况，并叮嘱马竞华继承
马俊的革命意志，听党的话，努力学习。

一次，马为华、马为平、马为娜从各自
学校串联到北京，马竞华得知后相约去
见周总理。马竞华对周总理说：“我几个
弟妹也来京串联，行前奶奶嘱咐我们有
机会代她看望您。”周总理听后让他们等
候几天。他们等了几天不见消息，便坐
上返程的火车到了青龙桥站。周总理秘
书赵炜来电话说，总理在西花厅要接见
他们。马竞华骑着三轮摩托车追到青龙
桥站，马为华三人听见列车长喊他们赶
快下车有急事时，行李都没来得及拿，就
下了车。当他们坐着摩托车赶到中南海
时，错过了与总理约定的时间。他们又
等了三天，11月 3日，赵炜来电话通知他
们十点钟到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代表
总理接见他们。上午十点，马竞华领着
马为华、马为平、马为娜来到中南海西
花厅，赵炜带他们走进客厅。邓颖超走
上前来，他们高兴的向她老人家问好。
邓颖超说：“总理非常惦念你们，很想见
你们。最近非常忙，一天睡两三个小时，
一周都未回家，我代表总理见你们，并代
问你们奶奶和全家好。”说罢关切地询问
杨秀蓉的身体状况、家里的情况。

邓颖超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与马骏共
同参加“五四”运动，进行革命斗争的情
景，动情地说：“孩子们，共和国的今天来
之不易。当年你们奶奶为支持爷爷的革
命活动付出了一切，把金银首饰都让爷爷
闹革命用了，爷爷被捕后，她冒着生命危
险去营救，独自扶养三个孩子，真不容易
呀，奶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为革命作
出了贡献，非常不简单，你们一定要好好
孝敬她……”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
要走时，邓颖超亲自送到大门口，拉着他
们的手边走边嘱咐他们要继承老一辈的
革命精神，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
先烈们。他们走出老远了，邓颖超还依依
不舍地向他们挥手，看着他们离去。

他们从中南海西花厅出来，心情激
动的步行到长安街北京电报大楼给奶奶
和家人发电报。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听说

他们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羡慕地说，这
么大的事情要用大红纸发喜报。杨秀蓉
和家人收到电报后非常高兴，感谢周总
理和邓颖超对他们全家的关心和照顾。

1987年 3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全
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主
席的邓颖超亲切接见了全国政协委员、时
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马骏次
子马德钟；1986年 6月邓颖超为有关方面
题写了“纪念马骏同志”的题词；1987年，
在马骏牺牲 60周年前夕，邓颖超在北京
家里会见了马德钟和孙子马为公、孙女
马丽颖；当年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
区政府受北京市委委托重修马骏墓时，
邓颖超亲自审定了方案，并撰文纪念，高
度评价了马骏的一生。早在 1963年初，
在马骏牺牲 35周年之际，邓颖超在 1963
年第 2期《民族画报》上深情地撰写了缅
怀文章《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以“站在五
四运动前列”“在拘禁中的斗争”“光荣的
共产党员和英勇牺牲的烈士”三个小标
题，回忆缅怀、高度评价了马骏：“马骏同
志是中国人民、回族人民的好儿子，他对
共产主义坚定不屈的崇高品质，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早已牺牲，但他的精
神将随着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
展和胜利而永生”。还在文中披露了马
骏率天津学生赴京联合开展请愿示威活
动，为不忍同学们受殴打，挺身而出，遭当
局拘捕，经过斗争被释放改名马天安的过
程：“这次斗争后，马骏就以天安为别名，
我们大家从此也叫他马天安”。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杨秀蓉
得知后悲痛万分，她不顾 81岁高龄，相
约子女家属 10多人从宁夏、哈尔滨赶赴
北京。她在马德钟、马为公、马丽颖和保
健医生陈淑兰的陪护下，专程赶往北京，
吊唁周恩来总理。杨秀蓉一行到达北京
后，不顾旅途的疲劳，直接赶到北京医院
吊唁，做最后告别。1976年 1月 12日《人
民日报》头版和各大报纸次日刊发了杨
秀蓉与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吊唁周总理的
大幅照片。

每到马骏烈士牺牲的日子，年事已
高、不便出门的杨秀蓉总是在家里以力
所能及的形式进行纪念；毛主席、周总理
逝世纪念日时，她在家里挂起两位伟人
的照片，连同马骏的遗像一同与家人悼
念缅怀。1992年 7月 11日，邓颖超逝世
后，杨秀蓉的子女们亲赴北京守灵悼念。

杨秀蓉举家来宁夏后和在东北期
间每月领取着国家 30 元的抚恤金。来
宁夏后，自治区领导杨静仁听说她每月
全部收入就是 30元的抚恤金，亲自过问
提议有关方面把抚恤金提高到了 50元，
还为她办了生活日用品特供证，每月能
买到尽量供应的大米、面粉、食用油等，
按有关规定享受上了公费医疗，得到了
党和人民的关怀照顾。

杨秀蓉虽没进过学堂，但她一生反
对封建礼教，追求真理，为人正直谦和，
识大体、明事理、顾大局，常用马骏等革
命烈士的事迹和周总理的品格教育子
孙们坚定理想信念，不论什么时候都跟
着共产党走，继承马骏未竟的事业，为
人民事业和国家建设作贡献。即使在
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仍不为组织添
麻烦，有困难自己克服，从不无故向组
织伸手。子孙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踏
实工作，努力奉献，低调做人。长孙马
竞华高中毕业后，杨秀蓉鼓励其报考南
开大学，希望他在爷爷读书、战斗过的
地方，感受和学习革命烈士的精神，继
承先烈们的遗志。马竞华不负众望，
1962 年考入南开大学。杨秀蓉几十年
如一日的教育子女们，子女们没有一个
与她争执。全家不论身处何地从事什
么工作，都在她的严管厚爱下遵纪守
法，不贪图国家和别人的便宜，没有一
个人下海经商赚钱，儿孙们都遵纪守
法，尽职尽责的做着工作。

杨秀蓉的长子马德铸，1959年由哈
尔滨支援宁夏，1987年 9月 2日去世，育
五子三女：子马竟华、马为坚、马为哲、马
为凡、马为欢，女马美华、马为玲、马为
娜；杨秀蓉的次子马德钟 1958 年来宁
夏，曾任自治区人事局副局长、同心县
委副书记、县长，区党委组织部三处处
长，自治区统战副部长，1978 至 1985 年
连任第三、第四届自治区政协秘书长，
1986 年 4 月增补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 5月再
次当选为宁夏政协五届委员会副主
席，曾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 年 6 月 26 日去世。育四子一女：

子马为华、马为平、马为公、马为宁，女
马丽颖；杨秀蓉的女儿马德芳高中毕
业后在宁安商业系统工作，育一子五
女。杨秀蓉在世时，马德芳每年都与
丈夫来宁夏看望母亲。

杨秀蓉晚年患有高血压等病，与
次子马德钟一家生活在一起。为了照
顾她的生活起居，家人雇请了银川马
姓保姆。一次吃饭时，杨秀蓉为给保
姆让座，不小心摔倒在地，导致右腿骨
骨折（大腿根部摔断）一直未能接好，
从此再未下地走路，常卧床休息。家
人为让她晒太阳透空气，用藤条做一
圈椅，扶她坐在圈椅上，几个孙子抬着
她在小院子里转圈散心，患病期间，家
人轮流排班护理。一年后的 1979 年 3
月 3日因心肺综合症，加之大腿骨折后
未接上的伤痛而去世，享年 84 岁。杨
秀蓉去世后，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马
信来家里看望慰问，与家人商议后
事。马信说：“老太太安葬在何地由你
们自定，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协助。”因
当时银川无正式回民公墓，便经由民
政厅批准在贺兰山下小口子果园下划
出一块空地安葬了杨秀蓉。

1988年，马骏烈士牺牲 60周年，家
人考虑再三，深感杨秀蓉 33 岁时丈夫
牺牲，又离开家乡在宁夏生活多年，丈
夫马骏安葬于北京。家人据此决定将
杨秀蓉的遗体迁往北京与丈夫合葬。
经次子马德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
沟通，得以同意。1987年冬季，在自治
区政协的帮助下，迁葬杨秀蓉遗体。起
坟时，已去世多年的杨秀蓉遗体基本完
好，起出后，用白布包裹，装在专做的简
易木箱里，放置于拆卸了坐位的面包车
内，由孙女马为娜、孙子马为平、马为凡
护送至北京，与日坛公园内的丈夫马骏
合葬。有关方面考虑在马骏墓碑上刻
写杨秀蓉名子不大方便合适，便在墓旁
另作标志，标明杨秀蓉与马骏合葬在一
起。至此，与丈夫相隔了半个多世纪，
履行了五十多年诺言的杨秀蓉终于长
眠、陪伴在了丈夫身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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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烈士夫人杨秀蓉来宁前后
拜学英

（五）

英烈家风传后人

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拜学英，中国作协会员，宁夏文史馆研究员，
现供职于宁夏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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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
近 30本周恩来办公室工作台历。

这些珍贵的台历，时间跨度从 1950
年 1月 1日持续到 1976年 1月 8日。轻轻
翻阅台历，新中国前进的脚印跃然纸上，
周恩来总理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
神令人动容。

1955 年 4 月 5 日，距离在印度尼西亚
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还有 13天。此时的
中国，尚未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全世
界 193个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仅有 23个。

打破中国外交孤立无援的局面，参加
亚非会议至关重要。中国要发出什么声
音？提出何种主张和立场？这些问题让周
恩来总理夙兴夜寐。

当天的工作台历上记录着这样的日
程：上午十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下午一时，
外交部党组会；原定晚九时，看赴印缅文化
代表团汇报演出并与周而复、郑振铎等一

谈，由于政治局会议而取消。
1955年 4月 18日至 24日，周恩来率代

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
针，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万隆播下的友谊种子，结下了
累累硕果。短短几年间，我国先后同尼泊
尔等 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64 年 10 月 16 日，对新中国来说是
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

当天的工作台历，记录了周恩来一天
的紧密工作安排，一直持续到晚上 11时，
涉及内政、外交多个方面。其中一行分外
瞩目：17:00，中央接见“东方红”演员。正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
方红》创作和演职人员时，周恩来总理向大
家宣布了这个喜讯。

周总理要求大家暂时保密几个小时，电
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当晚11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播发的
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
报》，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出去。

1972年 5月 18日，周恩来确诊罹患膀
胱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也未停止
工作。

工作台历记录得清晰而明确：从 1974
年 1月 1日至 6月 1日住进医院准备接受手
术期间，每日工作 12小时至 14小时的有 9
天，工作 14小时至 18小时的有 74天，工作
超过 18小时的有 38天，连续工作 24小时
的有 5天……

1974年 3月 26日的工作台历记载：下
午三时，起床；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
楼）；晚七时，陪餐；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晨七时，办
公；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
和王后；下午二时，休息。

一天连续工作长达 23个小时，这对普
通人来说不可想象，而周恩来总理当时已
经 76岁，而且身患重病、正住院治疗……

（新华社北京电）

弥足珍贵的工作台历

周恩来总理的台历。（资料图片）

巡视监察制度古已有之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由来已久，实际上，
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课。监察、考课是逐
渐连在一起的，但作为一种监察制度，是从战国
时期才开始确立。”中国法制史学界的泰斗级学
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张晋藩介绍。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重点在地方。秦
废封建以后，实行郡县制，在郡设监御史。汉
初一度废除，后来恢复。汉代汉武帝设立 13
部，各派刺史。13部就是监察区，由派出去的
刺史作为监察区的监察官。监察郡的长官以
及地方豪强势力，防止勾结。而且制定了 6条
法律，作为刺史进行监察的根据，通常叫“刺察
六条”。汉代监察已经逐渐形成制度，中央有
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御史台的长官叫做御史
大夫。在京城附近，还设立了监察京城附近七
个郡的监察官，称为司隶校尉。

唐朝已是典章制度比较完备的时代了，
监察制度和机构已经定型，有“一台（御史台）
三院”制度。三院最重要的是察院。唐朝将天
下分为十道，设十道监察区，由皇帝派监察御
史出去，考察地方。

元朝虽不太崇尚法制，但很重视监察。元
监察汉官，也有监察蒙族贵族的习惯，不仅提高
了监察官的品级，而且在地方设立了两个行御史
台，中央派遣，权势很大。肃政廉访司在元朝势
力很大，一定程度上还被赋予了法律外的权力。

明朝的时候，是巡按御史发达时期。明
朝很重视监察机关，改革叫都察院。御史巡按
地方，不管定不定期，至少要半年。“回道”后，
要详细奏报。清朝大体上延续明朝制度。清
朝的监察官的法典、依据的法律，是《钦定台
规》，已达到了法典的高度。

“御史出巡，地动山摇”

古代的巡视制度起到了什么作用？
据记载，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任务

在于，一方面维持国家纲纪，就是专制制度的
政治体制；其次是官僚机构之间的一个权力制

衡的机制，能保持权力的平衡；再者，能够纠正
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素质，弹劾贪官污
吏。御史出巡，巡按地方，确实对地方腐败起
到了作用。以明朝为例，明朝后期政治腐败，
皇帝连续几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官僚队伍还
能维持，国家纲纪还能保持，地方上不敢为非
作歹，其中监察制度起了很大作用。元世祖忽
必烈称，“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
朕医两手的，此其重台之旨。”这就强调了御史
台，也就是监察制度的重要地位。

监察官是如何巡视地方的？我国古代对
监察区域的划分各不相同。监察官员开头并不
多，唐朝就 8个人，到明朝也才 30多个人。有的
在朝廷里纠正朝廷礼仪，有的接收基层案件，有
的负责弹劾，各有分工。御史出巡，有时候定
期，有时候不定期。在明朝，一般先由都察院拟
定候选人两人，由皇帝亲自当面选派其中一
人。一旦确定，家门口将贴“回避”二字，以显重
视。所以有“御史出巡，地动山摇”一说。

出巡御史的监察范围非常广泛。一看是
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绩，三是考察经济情况如
何。再有就是，祭祀的地方是否洁净，器械是否
完备。监察官员也会深入到民众中间去，考察
贤良。其中，司法权是出巡御史最重要的权力，
即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案卷。
比如，宋朝在地方设立监司，监察府县。监司有
四组监察官，分门别类为司法监察、财务监察、
行政监察等，对不同对象进行监察。

御史的第一要求是品格清正廉洁

古代监察官的选任条件非常严格，第一
要品格清正廉洁。明朝谏官杨继盛就因为弹
劾严嵩父子，被反诬入狱，临刑前写了一首诗
叫《言志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
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就
表现了监察御史的品格。我国历史上还有很
多像杨继绳、海瑞这样正直刚毅、敢于谏言的
御史官员。

第二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必须科举出身。
第三要有地方实政经验，明朝就规定，御

史一定要有两任地方县令的经验。
另外，监察官的级别一般不高，有的甚至

不如县官。虽职位不高，但位卑权重。在地方
上，“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位卑，便于皇帝控
制；权重，在于是天子的耳目。

巡视的御史权势很大，如何保障出巡的
御史不敢为非作歹？这个问题古代是怎么解
决的？一方面是监司互监法，宋朝提出监司互
监法，监察官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另一方面，
监察御史以上，有都察院的长官，御史巡视回
来，要将巡视情况向都察院长官奏报，还要向
皇帝奏报，长官起到监督的作用。再者，也允
许地方监督。为了防止御史滥用权力，御史还
有回避制度，监察时，要对出生地、籍贯地、亲
戚故旧等回避。

出巡后，地方不得接待，财政由中央严格
控制，对离京到任和离任返京的日期也做了规
定，结束巡视后，要进行考核、奏报。御史如有
犯罪，将加等治罪，从重论处。因此，监察官一
般不敢贪污。

古代监察制度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我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是土生土长的
制度，很有特色。晚清官制改革时，唯独都察
院被保留下来。说明它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
方，在今天也值得借鉴。

首先，监察巡视要有法，法规要规定得很
细致，如活动的程序、纠弹的对象、如何处理
等。其次，重视对司法的监察。如死刑案件，
御史台长官都要参加。对行政监察，则要监察
效率。

古代御史出巡的时候，还要根据考察的
地方和事件，按轻重划分大、中、小三个等级。
大的事件由资深御史办理，年轻的御史只能办
小差，经考核后，才能派遣大差。这也是为了
保证巡按御史清正廉洁。然而，古代的监察制
度根本的缺陷在于，监察权的来源是皇帝，所
谓“代天巡狩”。因而，监察效力的发挥，很大
程度上要看皇帝是否支持。

（据《中国青年报》）

在如火如荼的反腐行动中，中央巡视组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我国历史上，与中
央巡视制度颇为相似的制度安排，被称为监察制度。

我国古代的“中央巡视组”是如何工作的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有这样两件文物。
“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此
致。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这
是一张收条。“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
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
十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这是一封回信。

这两张泛黄的传统红色竖行“八行笺”，是
当时江西民众为起义军将士捐款的见证。

南昌起义时，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的
负责人之一是朱大桢，他是当时国民党左派人
士。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让朱大桢认
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
起义取得胜利，让朱大桢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1927年 8月 3日，朱大桢将募集到的一万银
元送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这时的江西省
党部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中
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罗石冰接受了这笔捐
款，并当即为朱大桢开具了收条。8月 4日，罗
石冰又给朱大桢写了一封回信，告知他这笔捐
款的详细去向。 （据《人民日报》）

收条和回信里的军民情

远在汉代，我国就实行了“五天工作制”，这
个制度一直到隋朝才结束。

古代把休假叫做“休沐”“洗沐”“洗浴”等
等。汉代官员一旦进入公堂，一连工作五天都
不能擅自离开，吃住都在“单位”。有些在京城
长安上班的外地官员，上班骑马到郊区，把马寄
养在朋友家里，五天后休息时再骑马回家。

隋朝诗人江总在《山庭春日诗》中这样写
道：“洗沐惟五日，栖迟对一邱。”可见隋朝末年，

“五天工作制”还在实行。（据《广州日报》）

汉代的“五天工作制”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
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
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
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
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
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甚至一度规
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

雍正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然
而收效甚微。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却
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的
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
务纲要》指出：“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
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
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
直解》一书为准。”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
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据《郑州日报》）

雍正力推“普通话”


